精英的错觉——在高潮中死去的中国梦（关于白岩松的耶鲁演讲）
“四十年前，当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有一个英文版的‘我有一个梦想’。在遥远的东方，在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它不是宏大的口号，并不是在政府那里存在，它是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
　　
　　 这是2009年作为中美民间交流，中国新闻人白岩松在美国耶鲁大学所发表演讲的最后一句。他的这场演讲的题目是，《我的故事和我背后的中国梦》。白用自己人生中五个不同时刻的景象来讲述这个用中文写成的“中国梦”。这些时刻是：他出生的1968年，他不幸而绝望的1978年，他考入北京一所大学的1988年，他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的1998年，以及他在北京奥运现场直播的2008年。演讲通过比对这五个年份中美两国发生的重大事项，勾勒出两个国家关系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白从一个看不到未来希望的边城孩童成长为中国最具权势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这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让白成为代言中国梦的出色人选。站在耶鲁演讲的那一刻，大概是梦想者白岩松人生中永远不会忘怀的辉煌一刻。
　　
　　 作为有着浓厚官方背景的媒体人，白岩松这场以中美交流为目的的演讲，借由回顾中美关系的发展，讲述了个人的人生经历，描绘出一个玫瑰色的中国梦。在“我有一个梦想”的发源地美国，白岩松的演讲就像一次正名，为中国特色的山寨“美国梦”正名，为“中国梦”树碑。这看起来与古代中国玄奘取经到佛教发源地寻求一种认可是多么的相似。这场看似一次朝圣的演讲，细细品味，则更像是一次大国崛起的宣讲会。只是这一次不再用订单和数据来炫耀硬实力，而是用中文写下“我有一个梦想”来展现大国崛起的软实力。
　　
　　 “虽然我们今天在中国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的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在演讲中，白岩松如是说。
　　
　　 是什么让平民出身的草根白岩松跻身精英阶层，能够在中央电视台评论时事，能够在耶鲁大学的礼堂演说呢？当然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笼统但政治正确的答案，也是白岩松在演讲中给出的答案。但具体到白岩松个人，则是1985年的高考、是1989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毕业分配、是1993年从中国广播报到中央电视台的借调。正是由于系统性的机遇和自身的努力，白岩松才能够从草根成功蜕变成为精英集团的一分子。但是，现在这种系统性机会正在消失。就在白岩松站在美国代言“中国梦”的时候，就在“中国梦”的最高潮时刻，在中国“中国梦”正在死去。
　　
　　 那个曾经被寄予希望的高考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放弃，因为他们发现大学学位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城市里的工作，高额学费更将他们推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大学的扩招，教育的失败，潜规则的盛行，让现在的中国青年不再有做“中国梦”的机会。就像学者袁剑所说的，如果前一代人铭心刻骨的经验是商品奇缺、自由奇缺的话，那么对于现在的青年，公正奇缺、保障奇缺，则成为最重要的生活体验。
　　
　　 如果白岩松晚二十年出生的话，那么曾经的那个边城少年还能在高考中战胜北京的同龄人考入北京的大学吗，还能够在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广播报吗，还能在借调到央视做东方时空的主持人吗？回过头看白的“中国梦”，会发现一切不过是他的错觉。他将自己个体的幸运想象成中国人普遍的成功。如果不是应试教育尚在萌芽、学术还无腐败，不会有资源平等的的高考。如果不是一次灾难性的社会实验让中国陷入停顿，不会有他那一代人面对的系统性空白。他的“中国梦”不过是绝版的、侥幸的“中国梦”。然而作为精英，他过于沉醉在个人成功的喜悦之中，沉醉在大国崛起的荣耀之中，不自觉地要向全世界宣告一种玫瑰色的意想。
　　
　　 不知经历“中国梦”的一代精英会不会想到，正是在他们影响下，“中国梦”赖以生存的土壤流失殆尽，在他们之后中国已无“中国梦”。但或许，“中国梦”只是为树立新的国际形象，为符合美国人口味而设的题目，它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它不过是善良中国人内心的美好愿景罢了。 





